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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孩政策出台后，鼓励生育成为各级政府的重点工作。作为影响生
育行为的关键因素，生育意愿，尤其是二孩生育意愿会制约三孩政策的实际效
果。该论文借助行为公共政策视角，寻找“助推”生育意愿的简捷工具，具体
为采取两个调查实验探索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因果机制及其边界条件。结果
支持了默认选项影响生育意愿的主效应，外显和隐含默认选项均能显著提升生
育意愿；而卷入度和描述性规范在其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该研究的贡献在于
首次将默认选项引入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讨论，同时为“助推”的新应用提供经
验证据。实践启示体现在有利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创设默认生育二孩的政
策环境，形成默认生育二孩的心理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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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人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要素，人口问题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战
略性。世界范围内的持续低生育率已经引起了各国的广泛重视；中国也面临着
生育危机的风险（吴帆、李建民，２０２２）。近１０年来，中国政府亦在因时因人
地对生育政策进行调整：从“双独二孩”到“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然而，
在不断松绑的政策形势下，收效却不及预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与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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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时０—１４岁人口的比重仅上
升了１ ３５个百分点；２０２０年人口出生率为８ ５２‰，首次跌破１０‰，２０２１年则
进一步下滑到７ ５２‰①。国家卫健委的调查发现，２０２１年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
育子女数为１ ６４个，低于２０１７年的１ ７６个和２０１９年的１ ７３个，作为生育主
体的“９０后”“００后”，其打算生育子女数仅为１ ５４个和１ ４８个，生育意愿
继续走低（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２０２２）。２０２１年７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后文简称《决定》）公布，
三孩政策正式落地。此后，鼓励生育成为各级政府的重点工作，并且已经进入
到密集实行期。毫无疑问，欲生“三孩”，必先有“二孩”，现实却是“该生”
的妈妈连二孩都不愿生（陈纬、罗敏敏，２０２２）；从“７０后”到“９０后”，城
市人的生育观已经由“生育成本约束”转向“幸福价值导向”，对于二孩的选
择从被迫放弃变为主动放弃（杨宝琰、吴霜，２０２１）。三孩政策欲见效须有两个
重要前提：育有二孩的妇女或家庭的基数，二孩到三孩之间的孩次递进比（陈
友华、孙永健，２０２１）。这两个前提都表明了二孩基础对生育三孩的重要性，由
于不同孩次之间的递进比是边际递减的，因此只有三孩政策的二孩家庭或妇女
基数够大，才能支撑三孩生育规模。提振二孩生育率是三孩生育政策实施的前
提和保障（风笑天，２０２２），“扩大二孩”成为构建金字塔形良性生育孩次结构
的重中之重（聂建亮、董子越，２０２１）。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最主要的作用
可能是促进二孩生育率的小幅回升（陈友华、孙永健，２０２２）。

自上而下的国家生育政策需要自下而上的个人生育行为来响应，二者共同
形塑生育现实。从微观角度讲，生育意愿支配生育行为，进而影响生育率，最
终决定一个社会的生育水平。因此，生育意愿是预测生育行为及生育率的重要
依据，是衔接生育政策到生育水平的关键指标（Ｂｏｎｇａａｒｔｓ，２００１；张书维等，
２０２１）。显而易见，制约生育意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含结构性因素（如社会
经济、制度、文化和宗教信仰）、家庭因素（父母经济、社会地位和家庭规模）、
心理因素（如生育动机和期望）、生理因素（如基因）和人口学因素（如年龄、
受教育程度、收入）等（吴帆，２０２０；陈友华、孙永健，２０２１）。要扭转宏观
或客观因素，绝非朝夕之功。相较之下，如果能利用心理的可塑性和易受暗示
性，或可找到一种便捷、低成本的方式来鼓励生育。而在精准把握政策对象心
理的基础上，行为公共政策使用助推（Ｎｕｄｇｅ）作为干预工具，创设特定情境、
改变特定条件，让人们做出更好的决策（张书维等，２０１９ａ）。过去十余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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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人口比重数据出自《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２０２０年人口出生率来自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２１》，２０２１年人口出生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



助推为首的政策工具创新研究及实践已经渗透进公共政策的各领域，影响遍及
全球（Ｓｕ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１７；付春野等，２０２２）。

具体到生育政策领域，张书维等（２０２１）的前期研究发现，信息框架（包
括政策框架与新闻框架）的助推手段行之有效，“落袋为安”的政策框架效应辅
以“家庭导向”的新闻框架作用能够显著增强个体的生育意愿。框架效应和默
认选项（Ｄｅｆａｕｌｔ Ｏｐｔｉｏｎ）均属于助推的转换策略，最能体现助推所追求的隐蔽
而巧妙（张书维等，２０１９ｂ）。默认选项设置是最常用的助推手段之一（Ｂｏｎｉｎ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其效用易与传统的强制性工具在特定政策情境下的效用进行对
比（Ｔｒｅｇｅｒ，２０２１）。作为通过设置初始值以增加人们选择该选项可能性的助推
方法，默认选项近年来被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促进公众的积极行为上，也在许
多领域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支持（赵宁等，２０２２）。“助推”生育意愿的适用性
在于：尽管国家在宏观层面上制定政策，但生育行为的决定权依然保有在（女
性）个人手中，政府更多地扮演着说服者的角色。既然单一的政策手段难以在
短期内扭转生育局面，如何利用微观工具进行成本低、见效快的生育助推成为
本研究的出发点。基于此，本文聚焦生育意愿助推的默认选项机制，针对人们
缺乏时间、能力以及不愿费心研究公共项目中各类选项的差别与特点，通过改
变默认选项的设置来引导个体的选择。综上，本文的研究问题是：能否运用默
认选项对生育意愿产生积极影响？运用时需要考虑什么边界条件？

二、研究假设

（一）默认选项与生育意愿：主效应
默认选项是指个体未能做出决策时所要接受的选项（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２００３；Ｓｕｎｓｔｅｉｎ ＆ Ｔｈａｌｅｒ，２００３），它的存在会对个体决策带来显著影响（Ｂｒｏｗｎ
＆ Ｋｒｉｓｈｎａ，２００４），能够隐蔽地增加个体选择该选项的可能性（Ｔｈａｌｅｒ ＆
Ｓｕ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８）。究其原因，其一是默认选项降低了个体在认知过程中所耗费
的精力（Ｊｏｈｎ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即利用人们在选择时的惰性；其二是默认选项
的设定并不会干预个体自主的抉择，即不会剥夺人们展现喜爱的机会（Ｄｉｎ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Ｇｏｓｗａｍｉ ＆ Ｕｒｍｉｎｓｋｙ，２０１６）。在对各国民众对助推的支持态度调查
中，中国人对默认选项的支持度最高（Ｓｕｎｓｔｅ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黄湛冰、刘磊，
２０２０），而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在过去４０年里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默
认“生育一孩”成为长期的主流。因此，当生育政策发生变化时，有必要探索
新的默认选项与生育意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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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认知心理学的系统研究已表明，个体对信息的加工处理存在两个相对
独立的过程：外显过程和内隐过程。几乎所有可观察的反应都是外显和内隐过
程的结果（Ｂａｒｇｈ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在外显／内隐的分类框架下，发展出外显／内隐
记忆、外显／内隐学习、外显／内隐态度、外显／内隐自尊等概念（李莉，２０１１）。
遵循这一逻辑内涵，本文将默认选项划分为外显默认选项（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Ｏｐｔｉｏｎ）和隐含默认选项（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Ｏｐｔｉｏｎ）。前者指提前勾选的直接方
式，使得个体在没有明确要求其他选项时所要接受的客观选项；后者指呈现情
境的间接方式，使得个体在没有明确要求其他选项时所要接受的主观选项。两
者均在不限制个体选择自由度的同时，提供或明或暗的信息影响个体选择偏好。
表１展示了两者的异同。相比之下，外显默认选项可视为传统的默认选项，隐
含默认选项可视为新型的默认选项。传统默认效应的弊端主要是逆反心理导致
的默认效应的反作用。如在消费领域，当商家将默认选项设为高配置时，消费
者会认为商家谋取私利、坑骗消费者，从而拒绝购买（Ｂｒｏｗｎ ＆ Ｋｒｉｓｈｎａ，
２００４）；网络公益平台上，高金额的默认选项会使个体产生被操控感，从而削弱
其捐赠意愿（樊亚凤等，２０１９）；在健康领域，使用默认政策并不能增加父母对
孩子接种ＨＰＶ疫苗的同意度（Ｒｅｉｔ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隐含默认选项的提出，或
可规避这一反作用，进而增强默认效应。

表１　 外显默认选项与隐含默认选项的异同

维度 外显默认选项 隐含默认选项

不同点 信息呈现方式 直接、有形的客观选项 间接、无形的主观选项

相同点
对个体选择自由度 不影响

对个体选择偏好 产生影响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Ｍｏｄｅｌ，ＥＬＭ）揭示出人们态度
改变的信息处理机制，即存在两种说服表达路径：一是态度改变的中枢路径，
认为观点的强度会改变人们的态度；二是态度改变的外周路径，考虑信息发出
者的吸引力、信息的情感色彩等各种边缘性因素，以此左右态度选择（Ｐｅｔｔｙ ＆
Ｃａｃｉｏｐｐｏ，１９８６）。二者的区别为：中枢路径关注改变态度的过程，个体更在意
接收到的信息内容质量，会重新思考既有的知识和经验；如果态度改变者被与
信息相关联的、具有启发式的线索吸引，则属于外周路径。当精细加工的可能
性高时，中枢路径起效；当精细加工的可能性低时，外周路径起效。根据ＥＬ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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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外显默认选项属于态度改变的中枢路径；设置隐含默认选项符合态度改变
的外周路径。

总之，默认效应源于人们选择保留默认选项而不进行改变的行为偏好。无
论是外显默认选项，还是隐含默认选项，其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让人不做另外
的选择。因此，默认选项作为一种决策的目的性策略，默认“生”时能够对生
育意愿产生促进作用，外显默认选项和隐含默认选项均能提升个体的生育意愿。
据此，本研究提出第一组假设：

Ｈ１：默认选项促进生育意愿。
Ｈ１ａ：外显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提升显著高于无默认选项；
Ｈ１ｂ：隐含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提升显著高于无默认选项。
必须指出，虽然外显与隐含两种分类均预先将目标选项设为默认选项，但

决策者始终拥有选择退出（Ｏｐｔｏｕｔ）、免受其“扰”的权利（Ｖａｎ Ｇｅｓｔｅ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２０）。因此，针对默认选项效果的分析，必须考虑来自个体和环境两方面的制
约。首先，生育意愿是个人层面的主观态度，自然会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尽
管生育是人生大事，但生与否、何时生主要取决于自己。生育问题对每个人的
重要程度不同，涉及生育的说服性信息与自身的关联程度（即卷入度）也因人
而异。其次，人类的生育活动也具有社会性。育龄人群的理想家庭规模是通过
纵横两个方向的社会化过程习得的：纵向社会化来源于育龄人群父母的子女数
量，横向社会化来源于同辈人的常见子女数量和其所处的计生政策环境（曹立
斌、石智雷，２０１７）。横向社会化反映了社会规范在生育意愿上的影响。其中，
同辈人的子女数量这一他人生育信息正是描述性规范，计生政策环境则更像是
指令性规范。描述性规范亦是一种常见的助推手段（Ｔｈａｌｅｒ ＆ Ｓｕｎ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８），
在环保节能、公益慈善、医疗卫生等领域应用广泛（如Ｊａｃｈｉｍｏｗｉｃ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谢铠杰等，２０１９；Ｂｅｌｌｅ ＆ Ｃａｎｔａｒｅｌｌｉ，２０２１）。

综上，本研究在探寻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主效应之外，将进一步考察其
涉及自我与他人的内外边界。

（二）卷入度与描述性规范：调节效应

１ ． 默认选项与生育意愿的卷入度边界
卷入度（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是指在某种特定情境的影响下，个体由于内在需要、

兴趣等对当前目标或事件结果产生的与自身的关联性（Ｚａｉｃｈｋｏｗｓｋｙ，１９８５）。卷
入度水平表明说服性信息对个体的重要程度，是影响信息加工最重要的因素之
一（Ｒｉｅ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高卷入度下，人们思考关联信息的动机增强，这促使
个体在对刺激的精细加工上投入更多的精力，此时就会受观点的强度和性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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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而采用中枢路径，高卷入的个体可能更难以接受与自己观念相反的意见
（Ｅａｇｌｙ，１９６７；Ｒｈｉｎｅ ＆ Ｓｅｖｅｒａｎｃｅ，１９７０）；低卷入度下，个人思考相关信息的
动机下降，不愿花费太多精力去处理刺激，此时一般采用外周路径，选择周边
线索进行反应，如信息发出者的吸引力、信息的规模等（Ｃｒａｉｇ，２００２）。聚焦
到生育情境，卷入度可操作化为人们感知到的生育价值和生育行为与自身的关
联程度。一个有关台湾成年子女价值与生育意愿的最新研究发现，生育孩子的
价值是父母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其重要性在不同的出生群体中持续存在。想
要生下一个孩子的意愿与不同的生育价值观有关：对二孩的生育意愿，实现父
母自我价值这一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刺激和乐趣则是预测三孩生育意愿的重
要因素（Ｈｕ ＆ Ｃｈｉａｎｇ，２０２１）。个体感受到的生育重要性反映了在生育问题上的
卷入度，而“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中华文化及传统观念亦在强调生育的
价值。因此，卷入度与生育意愿之间的作用关系是可以预期的。个体决策时动
机上的差别会对信息处理路径的选择产生影响。据此推断，生育卷入度水平高
的个体，更有可能投入较多精力进行生育决策，从而弱化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
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看，在外显、隐含默认选项分别以各自的信息呈现方式作用于个体
时，高、低卷入度会采用不同的加工信息路径。具体而言，当卷入度水平较高
时，个体关注与信息相关的内容质量，对相关论据进行仔细思考全面评估，此
时外显和隐含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提升都会被弱化。由于前者提供的是中枢
路径的信息，启动个体对既有信息进行更大程度的认知加工，所以前者对生育
意愿提升的弱化相对较轻；而后者提供外周路径的信息，在个体高思考动机的
主导下，启发式线索难以作用于个体，故会更加弱化生育意愿的提升效果。当
卷入度水平较低时，个体决策多依赖于与信息的性质及内容无关的周边线索。
此时，相对于无默认选项组，外显和隐含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提升都将更显
著。且后者作为外周路径的信息，能够说服个体更多地通过情感启发式改变态
度，因此隐含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提升最大。

据此，本研究的第二组假设如下：
Ｈ２：卷入度（负向）调节默认选项与生育意愿的关系。
Ｈ２ａ：当卷入度高时，外显默认选项组对于生育意愿的提升最大，隐含默认

选项组次之，无默认选项组最末；
Ｈ２ｂ：当卷入度低时，隐含默认选项对于生育意愿的提升最大，外显默认选

项组次之，无默认选项组最末。
２ ． 默认选项与生育意愿的描述性规范边界
社会规范是指由社会群体建立的并且适用于社会群体本身的普遍行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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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在于保证群体目标的完成和群体活动的统一（Ｃｉａｌｄｉｎｉ ＆ Ｔｒｏｓｔ，１９９８）。
当人们处于复杂、不确定乃至危险的状态时，社会规范可以对行为产生指导
（Ｐｉｌｌｕｔｌａ ＆ Ｃｈｅｎ，１９９９）。社会规范按其形式划分为描述性规范（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Ｎｏｒｍｓ）与指令性规范（Ｉ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ｅ Ｎｏｒｍｓ）。前者要求做群体中大多数人正在做
的事，是社会规范的“实然”层面；后者要求做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事，是社
会规范的“应然”层面（Ｃｉａｌｄｉｎｉ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０；韦庆旺、孙健敏，２０１３）。描述
性规范提供了关于他人典型行为的社会信息（Ｐａｒｙａｖ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在个体行
为自由度大、没有形成指令性规范的领域，或描述性规范与指令性规范不一致
的情况下，描述性规范会变得更加重要（韦庆旺、孙健敏，２０１３；郭梦茜、张
宁，２０２２）。个体对“什么是应该做的行为”比较清楚，而对“什么是正常行
为”的知觉却相对模糊或不准确（Ｒｉｍａ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故相比于指令性规范，
描述性规范的研究空间和价值更大。一方面，生育行为由个体自主决定；另一
方面，当下的低生育率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生却不愿生的矛盾（陈纬、罗
敏敏，２０２２）。因此，不能忽视描述性规范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如果说卷入度的调节体现了心理因素的作用，那么描述性规范可视为影响
生育意愿的环境因素。一项有关都市女性白领生育意愿的研究发现，女性白领
的生育意愿表现出群体效应，受到周围人影响的同伴一般会选择相同的生育方
式，从而形成从众现象（易怀山，２０１５）。是否受到他人影响与生育意愿显著相
关（邱幼云，２０２２）。作为一种情境因素，当个体感知到较强的描述性规范时，
更有可能将其作为自身行为的准则，从而弱化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
具体而言，人们会放弃对外显默认选项信息内容的思考，转而接受隐含默认选
项提供的情感暗示。当个体面临的描述性规范较弱时，外显与隐含默认选项对
生育意愿的提升效果得以保留。

据此提出本文的第三组假设：
Ｈ３：描述性规范（负向）调节默认选项与生育意愿的关系。
Ｈ３ａ：当个体受到强描述性规范制约时，隐含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提升最

大，外显默认选项组次之，无默认选项组最末；
Ｈ３ｂ：当受到弱描述性规范制约时，外显、隐含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提升

均高于无默认选项组。
综上，研究框架及变量间关系如图１所示。本研究于２０２１年２—３月开展，

通过两个调查实验（Ｓｕｒｖｅ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来检验上述三组假设，以探索默认选项
对生育意愿的助推机制。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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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究框架及变量间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研究１：默认选项与生育意愿———卷入度的调节

（一）方法

１ ． 被试
在联合国的人口统计中，女性的生育年龄为１５—４９岁。鉴于生育决策通常

是男女双方共同做出的，所以实验被试不局限于育龄妇女，而是拓展到了整个
育龄人群。研究１采用问卷星的网上问卷形式，面向１５—４９岁的育龄人群发放
问卷３５０份，剔除检验题回答错误、极端值、非育龄群体及已育二胎的无效样
本４７份，获得有效问卷３０３份①，有效回收率为８６ ６％。其中，男性１０２名，
女性２０１名；年龄在１５—２４岁的１０３名，２５—２９岁的１０２名，３０—３９岁的７３
名，４０—４９岁的２５名。
２ ． 实验设计及程序
研究１采用３ （默认选项：外显、隐含、无） × ２ （卷入度：高、低）的组

间设计。实验材料为６个版本的不同问卷。除去一开始的指导语和背景简介，
问卷共分四大主体部分，施测程序如下：第一部分是生育态度的测量，用于启
动被试的育龄人群身份，强化控制及情境代入感；第二部分为自变量（默认选
项）的主体操纵材料（见后文）；第三部分为调节变量（卷入度）的主体操纵
材料（见后文）；第四部分是被试的个人信息收集以及因变量（生育意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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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研究所需的样本量使用ＧＰｏｗｅｒ软件进行计算：设定显著性水平α为０ ０５，统计检
验力１ － β为０ ８时，若达到中等效应量（ｆ为０ ２５），每个条件下的有效样本量约为２７人，
共计至少需要１６２名被试。研究２同。



测量。阅读第二、三部分的材料后，被试需回答用于变量操纵检验和情境理解
的题项，以确保被试有效接受了干预。
３ ． 变量操纵与测量
调查实验的核心在于，被试在阅读完操纵材料后，其原有的生育意愿发生

了一定变化。不同的操纵材料引起的变化也是不同的，研究者对其生育意愿变
化的差异性进行分析。

首先是自变量默认选项的操纵。在表达意义不变的基础上，通过改变关键
信息实现外显、隐含和无默认选项的分组。为保证默认选项的统一性，将外显
默认选项和隐含默认选项的默认项设置为“２个”。外显默认选项组主要包括六
道询问生育意愿的题目①，其中“家庭理想子女数”和“假设子女数”两个指
标的选项“２个”被提前勾选，被试可以更改；“生育计划”指标中提前勾选
“肯定会要二胎”选项，“生育重要性”指标中提前勾选“生两个孩子对您来说
非常重要”，也都可以更改。外加一道自变量操纵检验题目②。隐含默认选项组
包括一段由新婚宣誓誓词修订的情境材料，通过对“文中加横线部分为第一次
修订的新增内容，您认为新增内容是否合适？”“如果让您来修改，您认为应该
增加（删改）哪些内容？”两个问题的回答来测量。考虑到对隐含默认选项组的
被试进行直接的操纵检验存在的将隐含默认选项外显化的风险，因此通过增加
询问和自我填答的方式强化被试的感知，避免操纵检验对实验进程的潜在干扰
（卫旭华等，２０２２）。具体材料如下：

结婚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留住那美好的时刻是每一对新人共同的愿
望。目前，在我们国家多地民政局，包括上海、湖南等地推行新人结婚登
记时进行宣誓的环节，且为进一步规范和推广结婚登记颁证服务工作，上
海市民政局还制定了《上海市结婚登记颁证工作规范》，其中第十九条第四
款规定，在颁证获得程序中，新婚当事人必须在国徽、国旗下公开宣誓。
上海民政部门提出：根据关于修改婚姻法的决定和婚姻法修正案内容，强
化新婚夫妇依法保持婚姻稳定和维护家庭幸福的观念。同时，新婚宣誓誓
词正在根据我国婚姻法修正案进行修订，力求做到法与德相统一、情与爱
相结合。目前，针对新婚宣誓誓词的第二次修订正在进行中，希望能够得
到您的支持，您只需要反映您的真实想法，没有对错之分。
以下是新婚宣誓誓词的第一次修改稿，请您阅读后回答问题：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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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包括“家庭理想子女数”“期望子女数”“生育意向”“生育计划”“性别偏好”和
“生育重要性”六个指标。

“您自己希望生几个孩子中，被提前勾中的选项是　 　 　 ”中，若被试回答的是非
“２个”，则判定问卷无效。



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
任和义务：上孝父母，下教子女，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谅互让，相濡
以沫，钟爱一生！今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健
康还是疾病，无论青春还是年老，我们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同甘共苦，
成为终生伴侣，生儿育女，努力双全，共享天伦！我们一定能够坚守今天
的誓言！

（插入一张一家四口在海边携手的背影图片）
无默认选项组通过同样的６道生育意愿题项进行测量，但是不进行任何

勾选。
其次是调节变量卷入度的操纵。本实验借鉴吴水龙等（２０１７）利用指导语

控制被试关注不同信息类型的方式，通过让被试观看不同视频①的方法实现对卷
入度的控制。高卷入度组播放一段孤独的独居老人公益宣传片，配文为“在城
市的万家灯火下，总有人承受孤独”“独居的他们，更显悲凉”等。要求被试看
完视频后回答两个问题，分别为“假如您是视频中的独居老人，您的年纪很大，
腿脚不方便，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需要的是什么？”“有一天您突然身体不适需要
去医院，这时您的选择是什么？”低卷入度组播放一段以第三人称讲述的独居老
人病逝的新闻后回答两个问题，分别为“您认为独居老人在生活中最需要的是
什么？”“当独居老人突然生病时，您认为最好的选择是什么？”为判断这一操纵
是否有效，用一道题测量：“这段情境给您的代入感如何？”选项从“１非常有
代入感”到“５非常没有代入感”。

最后是因变量生育意愿的测量。选择“假设子女数”作为生育意愿的指
标———“如果完全按照个人意愿，您希望生几个孩子”，其内容效度较“理想子
女数”更高（侯佳伟等，２０１４；风笑天，２０１７），又可规避使用实际“打算生
育子女数”脱离实验情境的问题。由于人们在接受干预之前就拥有对假设子女
数的态度和想法，因此本文将因变量定义为“假设子女数差值”，即用被试阅读
材料后的假设子女数减去阅读材料前的假设子女数。控制变量为性别、年龄、
婚育情况、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收入、工作年限、社会层次、
户籍地、政治面貌、生育态度等人口学变量。

（二）结果与分析

１ ． 数据检查
由于被试的人口学特征可能会影响到实验结果，因此需要确认不同组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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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避免其他干扰因素对被试的影响，两组指导语的字数、两段视频的时长保持一致。



被试在人口学变量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孟天广等，２０１５）。本研究在数据收集
阶段依靠问卷星网站自带的随机发放问卷版本功能进行了随机化干预，为检验
是否实现了随机化分组，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框架组别的被试人口学变
量进行同质性检验。结果显示，６ 组被试仅在性别一项上存在显著差异
（ｐ ＝ ０ ０２３），将在后续的分析中控制性别的影响。

确认干预的有效性。首先，剔除外显默认选项的操纵检验回答中未选择“２
个”的样本；其次，对高、低两组卷入度的评价得分均值进行独立样本Ｔ检验。
结果发现，高卷入度组的分数（均值Ｍ ＝ ４ ０７，标准差ＳＤ ＝ ０ ９８４）显著高于
低卷入度组的分数（均值Ｍ ＝ ２ ６５，标准差ＳＤ ＝ １ ２３５），ｔ （３０３） ＝ １０ ６２５，
ｐ ＜ ０ ００１，表明对卷入度的操纵有效。
２ ． 描述统计与变量间相关
因变量假设子女数差值与默认选项（ｒ ＝ － ０ ２２６，ｐ ＜ ０ ０１）、卷入度（ｒ ＝

－ ０ ２９６，ｐ ＜ ０ ０１）显著负相关，同时与被试性别（ｒ ＝ ０ １８０，ｐ ＜ ０ ０１）显
著正相关，将其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见表２。

表２　 研究１描述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相关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１假设子女数差值 ０ ３０ ０ ５５６ —
２默认选项 — — － ０ ２２６ —
３卷入度 — — － ０ ２９６ － ０ ０１５ —
４性别 １ ６６ ０ ４７３ ０ １８０ － ０ １０９ － ０ ００６

注：Ｎ ＝ ３０３，Ｐｅａｒｓｏｎ双尾检验，表示在０ ０１水平上统计显著。其中默认选项和个体卷
入度为操纵变量，性别为虚拟变量，１ ＝男，２ ＝女。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３ ． 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作用
为验证Ｈ１，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检验外显默认选项、

隐含默认选项、无默认选项３组的被试在假设子女数差值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结果表明，外显默认选项组（Ｍ ＝ ０ ４３，ＳＤ ＝ ０ ６２８；Ｎ ＝ ９７）高于无默认选项
组（Ｍ ＝ ０ １３，ＳＤ ＝ ０ ３４２；Ｎ ＝ １１２），两者差异显著（ｐ ＜ ０ ００１），置信区间
为［０ １１４，０ ４８４］。因此，Ｈ１ａ得到验证。隐含默认选项组（Ｍ ＝ ０ ３５，
ＳＤ ＝ ０ ６３４；Ｎ ＝ ９４）亦高于无默认选项组，两者差异显著（ｐ ＝ ０ ００４），置信
区间为［０ ０３１，０ ４０４］。因此，Ｈ１ｂ得到验证。另外，外显默认选项组假设
子女数差值的均值高于隐含默认选项组，但两者间差异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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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 卷入度对默认选项与生育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
为验证Ｈ２，并控制性别的影响，通过多因素方差分析（ＭＡＮＯＶＡ）探讨默

认选项（外显／隐含／无） ×卷入度（高／低）实验条件的作用。表３显示，默认
选项对假设子女数差值的影响显著（ｐ ＜ ０ ００１），卷入度对假设子女数差值的影
响显著（ｐ ＝ ０ ００１），两者的交互项也显著（ｐ ＝ ０ ０２７）。在纳入多个交互项
后，性别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５％的水平上不显著，仅有性别与自变量的二阶交
互项显著（ｐ ＝ ０ ０４５），这可能意味着在生育意愿问题上，男性与女性对默认选
项的接受度不同。

表３　 研究１多因素方差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平方和 ｄｆ 均方 Ｆ ｐ

假设子女
数差值

默认选项 ３ ９４８ ２ １ ９７４ ８ ２８ ＜ ０ ００１

卷入度 ２ ４７７ １ ２ ４７７ １０ ３９ ０ ００１

默认选项×卷入度 １ ７４４ ２ ０ ８７２ ３ ６６ ０ ０２７

性别 ０ ７５ １ ０ ７５ ３ １４ ０ ０７７

性别×默认选项 １ ４９５ ２ ０ ７４７ ３ １３ ０ ０４５

性别×卷入度 ０ ４２３ １ ０ ４２３ １ ７７ ０ １８４

三阶交互项 １ ２７３ ２ ０ ６３７ ２ ６７ ０ ０７１

Ｅｒｒｏｒ ６９ ２６７ ２９１ ０ ２３８

注：Ｎ ＝ ３０３，Ｒ２ ＝ ０ ２５６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 ０ ２２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既然默认选项与卷入度间存在交互效应，故需进行简单效应检验。结果显
示，外显默认选项组，卷入度高的被试平均假设子女数差值比卷入度低的被试显
著小０ ２８７ （ｐ ＝ ０ ００３），置信区间为［－ ０． ０４５，０． ６１９］；隐含默认选项组，卷
入度高的被试平均假设子女数差值比卷入度低的被试显著小０ ６３１ （ｐ ＜ ０ ００１），
置信区间为［０ ４１２，０ ８５１］；无默认选项组，卷入度对生育意愿无显著影响。

具体而言：高卷入度下，外显默认选项组被试的假设子女数差值最高，比隐
含默认选项组显著高了０ ２２１ （ｐ ＝ ０ ０４３），置信区间为［－ ０ ００５，０ ４４６］，比
无默认选项组显著高了０ ３３３ （ｐ ＝ ０ ００１），置信区间为［０ １３７，０ ５２９］；隐
含默认选项组的假设子女数差值次之，但与无默认选项组之间并无显著差异。
低卷入度下，隐含默认选项组的假设子女数差值最高，比无默认选项组显著高
了０ ５６９ （ｐ ＜ ０ ００１），置信区间为［０ ３８５，０ ７５３］；外显默认选项组的假设
子女数差值次之，比无默认选项组显著高了０ ４４６ （ｐ ＜ ０ ００１），置信区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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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 ０３２，０ ９２４］，但与隐含组并无显著差异。因此，如图２所示，Ｈ２卷入度
的调节作用成立。

图２　 卷入度对默认选项和假设子女数差值的调节作用
注：、和分别表示在０ ００１、０ ０１和０ ０５水平上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综上，默认选项促进生育意愿的主效应得到了验证，卷入度的调节效应也
得到了验证。接下来，研究２将继续探讨另一个调节变量———描述性规范对默认
选项与生育意愿关系的影响。

四、研究２：默认选项与生育意愿———描述性规范的调节

（一）方法
１ ． 被试
研究２面向１５—４９岁的育龄人群，采用相同方式发放问卷３３０份。同研究

１，剔除无效样本６７份，获得有效问卷２６３份，有效回收率为７９ ７％。其中，
男性９０名，女性１７３名；年龄在１５—２４岁的８７名，２５—２９岁的９７名，３０—
３９岁的６６名，４０—４９岁的１３名。

２ ． 实验设计及程序
研究２采用３ （默认选项：外显、隐含、无） × ２ （描述性规范：强、弱）

的组间设计。总体采取与研究１相同的设计，只将卷入度的部分替换为描述性
规范。
３ ． 变量操纵与测量
自变量、因变量、控制变量等操纵与测量与研究１相同，而调节变量描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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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程度则设置为参照群体的行为比例：超过半数的比例为强规范，反之为
弱规范（Ｂｅｌｌｅ ＆ Ｃａｎｔａｒｅｌｌｉ，２０２１）。相较于描述性规范的强弱均在半数之上或之
下（Ｋｏｒｍｏ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这一操作更能凸显生育氛围的浓厚与否。

强描述性规范组将告知被试： “根据某权威机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８０
后’群体普遍认同孩子是爱情的结晶，九成以上的人赞同结婚后应该生育；其
中，绝大部分的人有生育二胎的意愿，并且希望在两年以内实现。”

弱描述性规范组将告知被试：“根据某权威机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不到半
数的‘８０后’群体认为孩子是爱情的结晶，三成赞同结婚后应该生育；其中，
极少数人有生育二胎的意愿，即使有也希望在两年以后实现。”

为判断这一操纵是否有效，用一道题测量：“您认为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如
何？”选项从“１非常愿意”到“５非常不愿意”。

（二）结果与分析

１ ． 数据检查
同研究１，为检验是否实现了随机化分组，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框架

组别的被试人口学变量进行同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研究２的被试在各分组条
件下，人口学特征均未出现显著差异，为下文的分析打下了良好基础。研究２
中，外显和隐含默认选项的操纵处理与研究１相同。描述性规范的操纵检验对
强弱两组的得分均值进行独立样本ｔ检验。结果发现，强描述性规范组被试的得
分均值为３ ７２，显著高于弱描述性规范组的２ １５ （ｔ ＝ １２ ６３５，ｐ ＜ ０ ００１），表
明调节变量的操纵有效。
２ ． 描述统计与变量间关系
因变量假设子女数差值与默认选项（ｒ ＝ － ０ ３５６，ｐ ＜ ０ ００１）、描述性规范

（ｒ ＝ － ０ ２９６，ｐ ＜ ０ ００１）显著负相关，而与其他变量不相关。见表４。

表４　 研究２描述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相关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１假设子女数差值 ０ ５８ ０ ９６０ —
２默认选项 — — － ０ ３５６ —
３社会规范 — — － ０ ２９６ － ０ ００７

注：Ｎ ＝ ２６３，Ｐｅａｒｓｏｎ双尾检验，表示在０ ００１水平上统计显著。默认选项和社会规范
为操纵变量。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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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作用
为验证Ｈ１，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分别检验三类默认选项组的被试在假设子

女数的差值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显示，外显默认选项组（Ｍ ＝ ０ ８７，
ＳＤ ＝ ０ ９７４；Ｎ ＝ ９０）要高于无默认选项组（Ｍ ＝ ０ ０１，ＳＤ ＝ ０ ７２０；Ｎ ＝ ８４），
两者差异显著（ｐ ＜ ０ ００１），置信区间为［０ ５３６，１ １７３］。因此，Ｈ１ａ得到验
证。隐含默认选项组（Ｍ ＝ ０ ８８，ＳＤ ＝ ０ ８３７；Ｎ ＝ ８９）高于无默认选项组，两
者差异显著（ｐ ＜ ０ ００１），置信区间为［０ ５４５，１ １８４］。因此，Ｈ１ｂ得到验
证。此外，隐含默认选项组假设子女数差值的均值略高于外显默认选项组，但
两者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４ ． 描述性规范对默认选项与生育意愿关系的调节作用
为验证Ｈ３，通过双因素方差分析（Ｔｗｏ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探讨默认选项（外显／

隐含／无） ×描述性规范（强／弱）实验条件的作用。表５显示，默认选项对假
设子女数差值的影响显著（ｐ ＜ ０ ００１），描述性规范对假设子女数差值的影响显
著（ｐ ＜ ０ ００１），描述性规范与默认选项的交互项也显著（ｐ ＝ ０ ０２５）。

表５　 研究２的双因素分析
因变量 自变量 平方和 ｄｆ 均方 Ｆ ｐ

假设子女
数差值

默认选项 ３７ ８３６ ２ １８ ９１８ ３０ ３３３ ＜ ０ ００１

描述性规范 ２３ ６０２ １ ２３ ６０２ ３７ ８４３ ＜ ０ ００１

默认选项×描述性规范 ４ ６５２ ２ ２ ３２６ ３ ７２９ ０ ０２５

Ｅｒｒｏｒ １６０ ２８６ ２５７ ０ ６２４

注：Ｎ ＝ ２６３，Ｒ２ ＝ ０ ３０７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 ０ ２９３）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同样，本研究中默认选项与描述性规范间存在交互效应，需进行简单效应
检验。结果显示，外显默认选项组受强描述性规范刺激的被试的假设子女数差
值平均比受弱描述性规范刺激的被试低０ ９９７ （ｐ ＜ ０ ００１），置信区间为
［０ ６６１，１ ３３４］；隐含默认选项组受强描述性规范刺激的被试的假设子女数差
值平均比受弱描述性规范刺激的被试低０ ３８１ （ｐ ＝ ０ ０２９），置信区间为
［０ ０４０，０ ７２３］；无默认选项组受强描述性规范刺激的被试的假设子女数差值
平均比受弱描述性规范刺激的被试低０ ４７４ （ｐ ＝ ０ ００８），置信区间为［０ １２４，
０ ８２３］，甚至跌至负值。

具体而言：在强描述性规范下，外显默认选项组被试的假设子女数差值比
无默认选项组显著高了０ ５３８ （ｐ ＝ ０ ０１７），置信区间为［０ ０７４，１ ００３］，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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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默认选项组被试的假设子女数差值比无默认选项组高了０ ９１８ （ｐ ＜ ０ ００１），
置信区间为［０ ４４７，１ ３８９］；但外显、隐含默认选项组间无显著差异。弱描
述性规范下，外显默认选项组被试的假设子女数差值比无默认选项组高了１ ０６２
（ｐ ＜ ０ ００１），置信区间为［０ ６９５，１ ４２９］，隐含默认选项组被试的假设子女
数差值比无默认选项组高了０ ８２６ （ｐ ＜ ０ ００１），置信区间为［０ ４６０，１ １９１］；
但同样，外显、隐含默认选项组间无显著差异。因此，如图３所示，Ｈ３描述性
规范的调节作用成立。

图３　 描述性规范对默认选项和假设子女数差值的调节作用
注：、和分别表示在０ ００１、０ ０１和０ ０５水平上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综上，研究２中，默认选项促进生育意愿的主效应得到了验证，描述性规范
的调节效应也得到了验证。

五、讨论与启示

（一）默认选项主效应：分类应用与审慎看待
研究１和２都印证了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积极影响，外显和隐含默认选项

对生育意愿的提升均显著高于无默认选项，这预示着助推理论在生育政策领域
的应用前景。政府可以通过基于行为的政策设计，“助推”全社会生育意愿的提
升。制定生育政策时，需根据两类默认选项的特征与功能分类应用：创设默认
生育二孩的政策环境体现了外显默认选项的作用，形成默认生育二孩的心理氛
围体现了内隐默认选项的作用。前者是基础，重在改变过去长期执行独生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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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形成的一孩默认值，普惠的配套政策要向生养二孩甚至三孩转变；后者是
关键，重在打破当下“少生晚育”的主流思想，重塑“一孩必生，二孩要生，
三孩可生”的新型生育观（聂建亮、董子越，２０２１）。在涉及生育和亲子主题
的公共场所（如医院、母婴室、儿童乐园等）中，通过图片暗示或标语张贴等
方式凸显默认选项，产生默认效应，在潜移默化中“促生”。诚然，针对外显和
隐含默认选项的不同，以及被试接受度上的差异，在政策制定和宣传时应讲求
策略，注意避免引起受众的心理阻抗（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ａｃｔａｎｃｅ）和被操纵感而导
致默认选项的反效应。

审慎看待政策情境下的默认选项效应。默认选项一旦成为某种政策建议，
就可能会直接引导个体将默认选项保留下来（Ｊｏｈｎｓｏｎ ＆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２００３）。这是
因为政策制定者设定的默认选项会暴露其对效果的期待，并且这些信息具有敏
感性（ＭｃＫｅｎｚｉ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因此政策受众往往会遵从政策制定者的权威而
接受这种暗示。在本研究情境中，被试保留默认选项正是受到其作为态度的暗
含推荐（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黄宝珍等，２０１１）。虽然研究结果表明了这
种“暗荐”能够起效，但毕竟仅在态度层面；影响实际生育行为的因素复杂，
默认选项效应的助推效果更多的是一种辅助，必须结合优化生育的各项政策，
才能真正支持育龄人群“敢生能养”。

（二）卷入度的调节：以“事不关己”者为作用对象
研究１还显示了外显和隐含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卷入度的边界。

在高卷入度下，外显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提升显著高于无默认选项，隐含默
认选项居中；在低卷入度下，隐含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提升显著高于无默认
选项，外显默认选项居中。而无论卷入度的高低，无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提
升都是最小的。这说明卷入度作为一种影响生育意愿的心理因素，体现了人的
“自我性”。

整体而言，卷入度低的个体更易受到“暗荐”的影响（如图２所示）。有研
究表明，默认选项正是一种政策制定者向政策对象说的“悄悄话”，传达制定者
所认为的最佳选项（Ｂｒｏｗｎ ＆ Ｋｒｉｓｈｎａ，２００４；Ｄｉｎｎ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隐含默认选
项采取这样一种隐晦的表达方式，润物细无声。对于生育政策的作用对象，越
感觉“事不关己”，越可能接受默认选项的助推，在不知不觉中完成转变。这就
可以解释卷入度为什么可以调节生育意愿与默认选项之间的关系，为生育意愿
的默认效应提供了新的条件。此处的“事不关己”并不意味着生育真的与己无
关，更多的是内心偏好尚未清晰或尚未进入考虑阶段而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
将这类“事不关己”者纳入受“助”范围，既强化了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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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性，又体现了全社会在生育政策方面“一盘棋”的整体性。
（三）描述性规范的调节：营造政策氛围，防止“过犹不及”
研究２还显示了外显和隐含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描述性规范的边

界，在强描述性规范下，隐含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提升显著高于无默认选项，
外显默认选项居中；在弱描述性规范下，外显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提升显著
高于无默认选项，隐含默认选项居中。而无论描述性规范的强弱，无默认选项
对生育意愿的提升都是最小的，特别是在强描述性规范的条件下，生育意愿甚
至出现了下降。这说明描述性规范作为一种影响生育意愿的环境因素，体现了
人的“社会性”。

总体而言，强描述性规范下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促进作用会被削弱（如
图３所示）。究其原因，可能是在向个体取向的社会转型中，现代人特别是年轻
人将自己视为权利与义务、责任与利益的主体，反对被干预，要求自主权（陈
晶莹、马建青，２０２２）。群体中大多数人的行为非但没有激起从众心理，反而唤
醒了“心理阻抗”，增加了个体的不顺从性（刘汝萍等，２０１０；邢采等，
２０１９）。诚然，描述性规范作为一种被群体成员所广泛认可的行为标准，具有历
史延续性与相对稳定性，难以被短期的或简单的干预所改变。决策者需注意防
范“过犹不及”的政策结果，使用适度、渐进的手段营造一个相对宽松的政策
环境与社会氛围，避免用力过猛，适得其反。

（四）创新与局限
本研究的创新性在于，首次尝试将促进生育这一时代的重大议题与行为决

策领域的默认效应研究相结合。一项最新的元分析显示，默认选项设置的助推
效果集中在健康领域、金钱领域和环保领域，且以西方研究为主（赵宁等，
２０２２），尚未发现在生育领域的讨论。本研究进一步区分了默认效应的不同类
型，在此基础上探索外显和内隐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边界，所得结
果既丰富了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既有文献，同时也拓展了行为公共政策的研究
领域；为“助推”的中国实践提供了经验证据，亦给默认选项的有效性增添了
新的注解。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首先，尽管研究显示了默认选项对生育意愿的积极
作用，但生育意愿不等于实际的生育行为。必须指出，以默认选项为代表的助
推工具不可能替代影响生育的政策手段，后者才是治本之策。其次，本研究确
认了默认选项影响生育意愿的边界条件，但对其中的原因并未展开分析。因此
针对默认选项在生育问题上的过程机制的研究，未来还需继续跟进。最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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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于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操纵性检验，以自我报告和填答为主①。这虽然是
惯常做法，但今后还可以设计更多低干预形式（如外部观察、客观指标等），以
加强研究的连贯性和有效性（卫旭华等，２０２２）。

（五）结语
党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首次将“包容性”

与生育政策关联起来，标志着中国生育政策已从数量约束性策略，转向结构优
化性策略，再到现在的包容性策略（石人炳，２０２１）。包容性的内涵之一是对生
育全过程的关注与支持。在《决定》实施一周年之际，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６日，经
国务院同意，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等１７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
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综合考
虑，这正是对包容性的落实，对全过程的统筹。本文旨在提高民众对生育二孩
的潜在意愿或“默认感”，将政策的提法由“允许”生两个转变为“提倡”生
两个，营造以生两个为基线、生三个为导向的政策环境。改变“默认感”、促进
育龄人口“想生”只是生育全过程的第一步，如何让“能生”之人“敢生”，
到把孩子平安顺利生下，再到养育好教育好，才是中国生育政策包容性的整体
发力点（杨菊华，２０２１）。建立全方位一体化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硬”措
施，而通过创设默认生育二孩的政策环境，形成默认生育二孩、鼓励生育三孩
的心理氛围，则属于“软”工具。如果“重硬轻软”，就可能带来生育政策的
瞄准偏差，进而导致政策效果十分有限（陈友华、孙永健，２０２２）。反之，软硬
兼施必将提高公众对公共政策的支持和偏好（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胡赛全等，
２０２２），进而助推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以助推为代表的软政策新范式，不止
适用于英美国家，不仅局限于个别情境（Ｊｏｈｎ，２０１９；张宁、张书维，２０２０）；
在未来的中国，行之有效，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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